
日本神道教功能试论 *

【摘 要】 神道教作为日本的民族宗教， 与日本文化进程和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中日学者在为神道教
进行文化功能定位上， 有着不同的观点。 本文拟借鉴宗教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神道教的功能价值进行粗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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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 （或 “神道”）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 毫无疑问， 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作为日
本的民族宗教， 与日本的文化进程和历史命运息
息相关， 无论是对日本社会的物质文化还是精神
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 作
为民族宗教， 神道发挥了其应有的历史的和现实
的功能。 本文无意就神道的功能进行全面阐述，
只是想就神道发挥功能的性质与方式略陈浅见，
以就教于方家。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中日学者在为神道教进行

文化功能定位时 （在与外来宗教文化的关系中和
在日本文化中），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 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核心， 是
一个在不断变动的历史长河中永葆其自身不变特

性的主体 ， 如日本学者石田一良在 《日本文
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 一书中， 把神道比喻
为不断 “换穿衣裳的木偶”，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强
调了神道在与外来宗教文化互动关系中的主体地

位， 凸显了神道作为日本固有民族宗教强大的接
纳功能。 我国学者李泽厚先生在其 《中日文化心
理比较试说略稿》 中， 在论述中国儒学与神道的
关系时， 认为： “直接或间接地坚持日本本土的
神道传统来接受中国儒学， 以不同方式将中国儒

学与本土神道交会、 结合在一起， 所谓 ‘神儒一
体’ 是也。 在这里， 神道是根本， 是基础， 是源
泉； 儒学则是枝叶， 是辅翼， 是表现。” 这被认为
是一种日本文化神道决定论的观点。 这种观点是
占据中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包括神道在内的日本宗教， 其本体是游离与模糊
的， 这种宗教本体的游离与模糊导致了诸教间的
相互渗透， “而这种模糊、 游离与渗透决定了它
的包容性与融合性， 从而为大众文化的浸淫提供
了客观可行的条件。 日本社会的许多文化现象已
经证明， 所谓日本宗教， 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大
众文化。 当文化实用主义者需要精神口号时， 日
本宗教便变作为其张目的标签或实用工具。” 这种
对日本宗教的文化定位， 实际上否定了日本文化
核心的存在， 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宗教所面临的客
观现实。
以上两种观点， 既有对神道教的历史考量和

反思， 也有对神道教的现实观察与定位。 从历史
与现实两个层面，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个维度，
审视了神道的存在方式， 厘定了神道的功能价值。
各有其相对合理之处。 受此启发， 本文拟借鉴宗
教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神道教的功能价值进行粗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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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制度性宗教” 到 “弥散性宗教”

著名的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 （C． K．
Yang， 1911－1999）， 半个多世纪以前， 从结构功
能主义的视角出发， 在对包括佛教、 道教以及相
当庞杂的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宗教进行研究后，
在其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之 《圣经》 的 《中国社
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
素之研究》 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 “制度性宗教”
（institutional religion） 和 “弥散性宗教” （diffused
religion） 的核心范畴。 杨庆堃指出： “制度性宗
教在神学观中被看作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 它包
括 （1） 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
宙观的解释， （2） 一种包括象征 （神、 灵魂和他
们的形象） 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 （3） 一种由
人组成的独立组织， 使神学观简明易解， 同时重
视仪式性崇拜。 借助于独立的概念、 仪式和结构，
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 故而成
为制度性的宗教。” 而弥散性宗教则是 “拥有神学
理论、 崇拜对象和信仰者， 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
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 从而成为世俗制
度的观念、 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 在杨庆堃看
来， 任何宗教都是起源于心理因素并独立于世俗
生活结构的， 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 宗教可能
选择制度性宗教和弥散性宗教中的任意一种形式。
杨庆堃的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

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 是研究中国宗
教的经典之作， 其有关制度性宗教和弥散性宗教
的观点和方法对研究中国宗教的有效性同样有助

于我们来分析同处东亚、 有着相似文化传统的日
本宗教。 当然， 我们并非简单地套用这对概念来
将神道机械地分为两种形态的宗教， 而是受其方
法论的启发， 换一种视角来探讨神道在历史和现
实中的存在样态及其发挥功能的方式。
在神道教以制度性宗教的形态出现以前， 从

绳文时代开始到公元 7 世纪为止的历史时期是以
原始神道的形态存在并发挥其功能的。 随着日本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这一时期的弥生时代 ，
为了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 水稻丰收， 以及丰
收后感谢神的恩惠， 在农耕社会共同体的祭祀场
上逐渐形成了原始神道的祭祀礼仪。 并且逐渐由

对自然力、 自然现象 （自然神） 的崇拜， 扩展为
对祖先、 氏族首领 （祖先神）、 职业集团及地域开
拓者 （社会神） 的崇敬。 天神、 地祇、 人灵的神
灵逐渐系列化。 为了祈求恩惠、 预测未来， 占卜
（太占）、 探汤等神事活动的出现， 更增加了原始
神道的神秘性和宗教性。
随着 6 世纪佛教的传日， 特别是在 “大化革

新” 以后开始的律令制国家的建设， 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在制度上， 神道教都逐渐获得了实质性的
进展。 这其中包括以皇室神道为中心的神社神道
的出现， 使原始神道临时性的祭祀场所变成了固
定的社、 宫、 祠等； 在神祇制度方面， “7 世纪
末， 伊势神宫的斋宫制、 式年迁宫制等逐渐完备，
祭祀逐渐国家化、 定式化。 在 701 年的 《大宝令》
和 718 年的 《养老令》 里， 规定在中央机构中设
置神祇官， 管理神祇、 祭祀及祝部、 神户的名籍，
总揽神社行政大纲。 律令中还区分了祭礼之轻重、
神社的等级差别等。 在神祇官处还建立了登记神
社名称的 ‘官社帐’。” 927 年的 《延喜式》 对神
道的祭祀、 斋宫制度、 神社等级等作了进一步的
规定。 在神道理论和学派方面， 随着佛教的流行
（7世纪）， 神佛习合思想开始兴起， 经过奈良时代
的 “神悦佛法”， 至平安时代中期， 神佛习合的趋
势进一步发展为 “本地垂迹说”， 并最终形成神佛
融合、 佛主神从的 “山王神道” 和 “真言神道”；
后在 “反本地垂迹说” 的基础上形成了神佛融合、
神主佛从的 “伊势神道”、 “吉田神道” 等。
进入江户时代， 由于儒学的盛行， 又出现了

神儒一致的儒学神道派别 “度会神道”、 “理学神
道” 和 “垂加神道” 等。
明治时期， 由于明治政府实行神道国教化国

策， 神社神道被改造成具有强制力的祭政一致的
国家神道， 神道教被定为国教。
战后 ， 国家神道被取缔 ， 实行政教分离 ；

1940年作为国家机构设置的 “神祇院” 在 1946 年
成为民间宗教组织的 “神社本厅”， 神道教恢复了
其普通宗教的地位。 至今神道教仍是日本人生活
中重要的构成要素， 也就是说， 与日本人的日常
生活、 社区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正像日本学者铃
木范久所指出的： “神、 佛、 儒三教对日本人的
生活来说 ， 分别起到了如下的作用 ： 即神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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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的宗教， 佛教是 ‘家’ 的宗教， 儒教是伦
理。 填补这些宗教之间空隙是以修验道为主的作
为私的宗教的民间信仰。 不言而喻， 这些宗教之
间分工的界线是模糊的， 不是截然分开的， 这种
状况持续了长达二百五十年之久。 可以说， 这种
状况大体上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社会与文化。” “日
本的宗教不是采取思想或经典的形式， 而是熔化
于风俗和习惯之中。”
由上可以看出， 基于日本人原始信仰的原始

神道， 基本上还未受到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影响，
但业已具有了素朴的生死观和彼世观。 根据青森
县三内丸山遗迹出土的资料可以判明， 该时代的
日本人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 “它使我们看到了
为了维持生存的生产礼仪、 自然崇拜、 关于死及
由此带来的不洁以及与死后世界有关的死者或祖

先的礼仪。” 表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生产崇拜、 自然
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可以说，
原始神道是一种基于万物有灵论的朴素的信仰，
“现实中的自然风土和社会同时也就是神道的世
界”。 因此， 原始神道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 它
与日本人的生产和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也就
是说， 已经具有所谓的 “弥散性宗教” 的特征而
存在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以大化革新为起点的律令制国家的建设和始

于明治维新后国家神道的逐步确立， 是神道教制
度化的重要契机。 正像梅原猛所指出的： “日本
的神道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
在近代国家形成时期的变化， 另一个变化是在七
八世纪律令国家成立时期的变化。 也就是说， 日
本的神道在明治以来的近代国家形成时期和律令

国家的成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制度化
的过程， 一方面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宗教制度、
神学理论、 祭祀仪式和神社等级的划定等方面。
另一方面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前近
代阶段和近代阶段。 而在这两个阶段中， 作为不
断制度化的神道教， 其在日本宗教中的地位和存
在方式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概而言之， 在前近代
阶段， 神道教基本上是从属于佛教和儒学的， 也
就是说， 神道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佛教和儒学诠
释的对象， 尽管出现过 “反本地垂迹说”， 试图主
张神道的主体性， 但始终未能突破神佛一致、 神

儒一体的思维框架。 这一过程又展现为两个方面，
即佛教、 儒学的日本化和神道的理论化。 从发挥
功能的角度来讲， 神道教成为儒佛日本化的桥梁
和基石。 或者说， 神道教成为日本吸收外来宗教
文化的强大精神通道。 在近代阶段， 在新政府实
行的再兴神祇官、 禁止天主教和 “神佛分离” 的
三大宗教政策， 神道国教化政策的大背景下， 思
想界也将儒佛等作为 “虚学” 加以批判， 最终使
神道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 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
神道的主导地位， 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 以
这样一种制度性宗教存在的国家神道所带来的恶

果是有目共睹的。
战后， 由于日本政治上的民主化， 1946 年 11

月 3 日颁布的 《日本国宪法》 （自 1957 年 5 月 3
日开始正式实施） 规定了信教自由 （第 20 条） 和
实行政教分离 （第 89 条）， 并于 1951 年 4 月颁布
实施了 《宗教法人法》， 各个宗教作为民间普通的
法人团体， 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这种状况下， 自
然会出现作为日本传统民族宗教的神道本体的游

离与模糊， 而这种宗教本体的游离与模糊则导致
了包括神道在内的日本诸宗教间的相互渗透。 这
种宗教的多元与相互渗透 （融合）， 与民众的日常
生活又呈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图景。 也就是说，
作为宗教的神道 （佛教亦然）， 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有宗教建筑、 神职人员、 宗教活动等， 但在参与
者看来， 其行为本身未必是作为一种宗教活动来
进行的。 据 2008 年 5 月 30 日日本 《读卖新闻》
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人称自己信宗教
的约有 26％， 不信宗教的则有 72％。 然而， 当问
及 “宗教心” 这一问题时， 49％的被调查者认为，
日本人有很强的宗教心， 而只有 45％的被调查者
认为， 日本人的宗教心很弱。 我们认为， 这种宗
教心恐怕更多的是对自然和生命的灵性的敬畏 ，
这与原始神道就已具有的宗教的 “弥散性” 特征
所展现的日本人的生死观、 彼世观是相一致的。
两极相通， 最古老的与最现代的在神道的 “弥散
性” 这一特征上找到了契合点。 因此， 更多的日
本人在潜意识中并不把神道作为宗教来看待。 这
恐怕也是构成明治政府采纳 “神道 （神社） 非宗
教” 主张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 “弥散性” 经 “制度性” 再到 “弥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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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存在方式及其功能实现的途径好像经过了

一个正反合的圆圈。 而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正好是日本现代社会包括神道在内的宗教文化功

能特征的反映， 也体现了世界宗教发展的世俗化
的趋势。

二、 神道教的象征功能

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法国学者爱米尔·
涂尔干 （法语： 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在
对澳洲土著人大量的人类学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

基础上， 认为宗教起源于图腾。 而 “图腾同时象
征两类东西： 既是 ‘图腾本原’ 或 ‘神’ 的外在
形式， 又是某个氏族社会的鲜明标志。 因而， 图
腾可比作 ‘氏族的旗帜’ 或 ‘氏族的符号’。” 也
就是说， 氏族的维系、 团结， 靠的不是血统， 而
有赖于其图腾， 氏族成员要参加同一种图腾崇拜。
通过这种分析， 涂尔干最终把宗教归结成了社会
的象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 1926－2006）， 在 《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一文中， 认为需将
宗教视作一种文化系统 ， 并且应在文化系统中来
讨论宗教， 特别是其象征意涵。 因此， 在格尔茨
那里， 宗教被视为一种象征系统。 与涂尔干将宗
教视作一个单独的系统来看待其社会不同， 格尔
茨则认为， 仅仅从社会的角度来讨论宗教或仪式，
是无法看清楚宗教在人类文化中的角色的， 而人
类学家只有从文化系统中的象征符号分析出发 ，
才有可能理解由人类所创造的宗教以及其在文化

的符号象征系统中的角色和意义。 也就是说， 只
有通过宗教象征系统， 才能将人的生存空间与更
大的符号空间， 也就是文化的符号象征系统联结
起来。
我们之所以引用涂尔干和格尔茨的观点， 是

由于其方法论本身对分析神道的象征功能有所启

发。 但这并不代表笔者对其观点本身的完全赞同，
因为他们两人对 “宗教” 和 “象征” 本身含义的
理解就未必一致， 而且他们的研究路径也不一样，
涂尔干的逻辑是宗教－社会， 或宗教与社会控制，
他从宗教社会学 （或格尔茨称之为的 “社会人类
学”） 的视角出发， 在本体论上最终将宗教还原为

社会本身， 宗教是社会的象征， 是从社会出发来
说明宗教， 在宗教功能上强调了其对社会的控制
功能。 而格尔茨的逻辑则是宗教－文化， 或宗教与
文化象征系统，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最终将宗教
视作一种文化系统， 宗教是文化的象征， 只有在
文化系统中宗教才能够明确其角色并获得自身的

意义， 在宗教功能上注重的是宗教的意义功能或
解释功能。
不管如何， 从单一的社会视角来解读宗教到

从视野更为广阔的文化系统来阐释宗教， 在这种
分析范式中， 不仅要 “分析构成宗教的象征符号
所表现的意义系统”， 而且还要 “将这些系统与社
会结构与心理过程联系在一起。” 这无疑是一种
进步。
我们探讨神道教的象征功能， 首先是要将神

道教看作一种社会的象征符号， 其次是要将神道
教看作一种文化象征符号。
首先， 神道教作为社会的象征符号发挥其功

能。 这主要体现在， 神道教既是氏族的象征符号，
又是地域共同体的象征。 就神道教的氏神信仰来
看， 氏神就是该氏族的图腾和象征。 氏族神维持
着特定氏族的正常秩序， 是使氏族全体成员区别
于别的氏族、 形成共识的中介， 同时还对氏族的
不断繁衍起着重要的保障功能。 圣德太子之所以
接纳佛教，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禁止氏族
之间为信奉氏族神而产生的争执， 有必要主张不
管是哪个氏族 ， 都应该信奉超越的 ‘神 ’ 即
‘佛’， 以谋求基于佛教的政治上的 ‘和’。” 神道
教信仰的氏神， 既有以家或族祭祀的氏神， 又有
诸如 “镇护神”、 “土产神” 那样以部落或地域祭
祀的氏神。 它是同一部落或地域的人出于共同目
的而共同祭祀的产物。 8－12 世纪日本大量出现以
地名为姓氏的现象， 就是由于这种缘故。 日本氏
神信仰的最大特征是比起血缘更重视地缘性结合。
因此， 神道的氏神虽然是由地缘关系者祭祀的，
但却具有祖先神的性格。 它比起救济个人更重共
同体的利益， 被视为同一地域共同体中血缘者和
非血缘者共同祭祀的集团保护神， 是群体聚合的
象征。 这正好符合涂尔干对社会发展最初阶段上
宗教只是一种被称为 “机械的团结” 的东西的功
能分析。 日本人注重群体价值本位， 具有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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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归属意识， 应该说就是在这种氏神信仰的基
础上形成的。
在国家神道阶段， 神道教成为日本国家的象

征。 这主要表现为神国思想。 源于 “记纪神话”
的神国思想， 是神道， 尤其是国家神道的重要内
容之一。 如北緝亲房在其日本神国思想的代表作
《神皇正统记》 中就宣称： “大日本者神国也， 天
祖始开其基， 日神长传其统； 惟有我国如此， 异
朝无其类， 故曰神国。” 国家神道把 《古事记》、
《日本书纪》 奉为 “神典”， 并以 “记纪神话” 为
依据， 强调天皇是继承天照大神血统的神的子孙，
是现人神， 因此， 具有统治日本的正当性和神圣
性； 日本国则是神创造的国家， 因此， 是万国无
比的神国 。 《国体之本义 》 开宗明义地指出 ：
“大日本帝国， 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之神敕，
永远统治之， 这就是我万古不易之国体。 而基于
此大义， 作为一大家族国家， 亿兆一心， 奉体圣
旨 ， 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 。 这就是我国体之精
华。” 《神社本义》 则这样阐述日本国体： “大日
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 其神裔万世
一系之天皇， 遵照皇祖之神敕， 自悠久古代， 永
远治理之。 此乃万邦无比吾国之国体， ……在我
国， 历代天皇均常与皇祖为一体， 身为现世神而
治理圣世， 垂宏大无边之圣德。 国民浴此仁慈之
皇恩， 亿兆一心， 体圣旨， 继祖志， 遵从历代天
皇， 发挥忠孝美德， 以此形成君民一致、 无与伦
比之一大家族国家， 延续无穷之国家生命， 继续
发展昌盛。 此乃我国体之精华。” 在强调天皇的神
性和日本国是神国的同时， 又强调日本是一个亿
兆一心、 君民一致的 “大家族国家”。 在此， 神道
或者说国家神道所描绘的神国与现实中的日本国

家在外延上是重合的， 国家神道所宣扬的神国形
象正好是日本国家的象征。
其次 ， 神道教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功能 。

“神道” 一词， 在日本的最早用例， 见于 《日本书
纪》 “用明天皇” 条， 有 “天皇信佛法尊神道”，
同书 “孝德天皇” 条， 有 “尊佛法轻神道”， 同书
“孝德天皇” 条大化三年四月的诏书中有 “惟神者
谓随神道， 亦谓自有神道也” 的记载。 如从词源
上来考察， “神道” 一词本出自中国的文献典籍，
最早见于 《周易上经》 “观卦” 之 “彖传”， 有

“观天之神道， 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
天下服矣” 的记载， 此处的 “神道” 是自然界不
动之法和原理的意思。 在 《后汉书？ 中山简王焉
传》 里， 有 “大为修冢茔， 开神道” 的说法， 此
处的 “神道” 则是指墓道， 即通向坟墓的道路。
汉文 “神道” 一词于奈良时代 （710－794） 传入日
本后， 日本借用了 “神道” 一词的符号外形并赋
予它日本文化的特有内涵， 即相对于大陆传来之
佛法 ， 把日本原来固有的信仰 、 礼仪称为 “神
道”。 作为岛国的日本， 在海上交通极为不便的上
古时代更具封闭性， 当佛教、 儒学等具有系统理
论的外来宗教文化输入日本以后， 为了区别本国
的宗教信仰与外来宗教文化的不同， 将 “神道”
一词作为本民族固有信仰的标记和象征。 而这不
仅仅是一种词汇的借用， 而是面对外来宗教文化
的挑战所做出的宗教文化上的回应， 由于这种外
来文化的冲击， 初步激发了日本民族的文化自觉。
在与不同文化系统的对话中， 唤醒了自身文化的
角色意识并被赋予了其相应的意义。 这是神道作
为日本文化象征的功能价值的初步显现。 为以后
与陆续传入的外来宗教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起到了

示范作用。
在与外来宗教文化的拒纳互动中， 神道教成

为日本文化永恒主体的象征。 如上所述， 日本学
者石田一良把神道比喻为不断 “换穿衣裳的木
偶”， 指出： “每当时代改变的时候， （神道） 就
很快地把从前的旧思想的衣服脱下来扔掉， 而改
穿下一个时代的新思想的衣服。 在奈良时代初，
身上穿着形成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衣服， 出现
在 《古事记》 里； 一进入平安时代， 换穿上佛教
的衣服， 成为神佛折中的神道； 后来在德川时代，
朱子学盛行的时候， 则改穿朱子学的衣服， 变成
儒家神道。” 也就是说， 任何时代传入日本的宗教
思想都不过是神道的一件新衣裳， 神道未曾因此
而改变过自身， 而是一直保持着原初的样态。 日
本著名学者上田贤治在 《神道文化》 中提出了以
祭祀和政治为体现的 “文化神道” 理论。 他指出，
神道概念可以做两种阐释： 一是作为日本文化的
神道， 二是作为宗教的以神社为中心的神社神道。
而作为日本文化核心的神道文化， 是日本文化中
自我同一性的根据。 对于它的把握， 应从口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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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入手。 石田一良对神道的 “换穿衣裳的木偶”
的比喻， 凸显了神道的不变性， 实际上是把神道
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符号来看待的， 神道在外来
宗教文化的冲击下能保持自身的不变性， 就标志
着日本文化自身的主体性永不丧失， 即具有永恒
性。 上田贤治主张从神话入手来把握神道的文化
内涵， 无非也是把神道看作了日本的文化符号，
日本神话作为日本民族的 “宏大叙事”， 不仅是日
本神道的精神基础和核心理念， 同时也是日本民
族文化特性的象征。 两位日本学者的主张， 正好
表征了神道作为日本文化符号的象征功能。
在神道制度化过程中日益强调的神皇神统、

“万世一系” 的天皇崇拜思想观念， 是公元 7 世纪
到 1868 年明治维新一千年间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理
论基础和精神支柱。 通过神道这一媒介， 使天皇
至尊的理念积淀为日本人尊崇天皇乃至皇室的心

理。 万世一系的 “天皇事实上成了大和民族最大
的氏神和氏族政治体系中最高的精神文化象征。”
而这种文化心理的极大惯性被国家神道所利用更

使天皇崇拜的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而，
针对战败时日本人的心态， 日本学者小林文男曾
一针见血地指出： “日本人对天皇是一种信仰，
同时又是祖传的精神支柱。 在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里， 谈不上什么反对天皇制这种高深观念， 而且
是在无意识中认为天皇是自己生产、 生活乃至生
存的中心。” 这种社会心理和文化象征的历史因
素， 恐怕也是美国政府在战后保留日本天皇和天
皇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而， 战后颁布的 《日本
国宪法》 第一条规定： “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 ，
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这种 “象征” 虽然已非
作为宗教的神道本身象征功能的体现， 但可以说
是作为文化神道长期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价值功

能的体现。 正如与新宪法同时公布的新宪法义解
对第一条所做的解释： “我国的基本特色是以深
藏于国民心中的对天皇的倾心为基础的， 也就是
说国家是以向往天皇为核心的全体国民的结合。
即国民以天皇为向往之核心， 因此， 仰视天皇时，
便能看到日本的国姿， 而且也能看到国民自身结
合之姿态。 本条乃是立足于我国的这一基本特色
之上， 用 ‘象征’ 之词来表达天皇所具有的本质
的。 而且， 若考虑为什么天皇适合作为日本国及

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问题的话， 那是在于我国的
历史性传统和国民经过长期孕育的国民感情。 可
以说本条正是站在这种我国的传统和国民感情的

基础之上， 规定了新天皇制形象的大原则的。”
裕仁天皇在 1975 年 10 月访问美国之前， 曾对新
闻记者说过： “战前与战后相比较， 我认为我的
精神性任务并无任何变化”。 而美国 《纽约时报》
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哈罗兰在其所著的 《日本？ 外
观与真相》 一书中， 在记述天皇访美成功时写道：
在日本社会中， 天皇具有独特的作用， “他是日
本一家之家长， 日本国民宗教神道的最高神官，
也是国家的象征。” 《泰晤士报》 也表达了相似的
观点： “天皇的统治所以能连绵不断的理由， 不
在于天皇是世俗的、 政治的权力， 而在于他是宗
教性权威。” 尽管战前与战后相比， 日本人的天皇
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但是对天皇文化象征价
值功能的认定则是一贯的。 因此可以说， 源于传
统神道文化所确立的天皇的权威乃是日本民族一

贯的文化象征。
总之， 神道教无论是作为日本社会的象征还

是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 无论是在日本历史上还
是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 都发挥了其 “象征” 功
能， 但是， 如上所看到的， 这种 “象征” 功能绝
不是抽象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 它通过这种象征
功能的发挥而确立了其在日本历史和现实中的地

位， 同时也塑造了日本文化的形态、 规定了日本
文化的特性。

三、 结语

如上所述， 神道教作为日本的民族宗教， 是
在日本的自然风土和社会环境中被孕育并成长起

来的。 它从一种基于万物有灵论的原始信仰、 原
始神道， 在与外来宗教文化的拒纳互动中， 实现
了自身的理论化、 制度化， 并曾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一度成为政教合一的、 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
的国教。 神道教的这种发展变化的轨迹， 既确定
了其与外来宗教文化的结构关系， 又奠定了其在
日本文化中功能地位， 并且还表征了日本民族文
化的成长历程。 神道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所形成的神灵观、 生死观、 伦理价值观乃至于天
皇观等等， 已积淀为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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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日本民族价值取向、 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以至于决定着日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乃至政治

走向。 神道无论是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宗教， 还是
作为文化系统的象征， 过去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
功能， 现在仍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将来
还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功能。 虽然当今日本已经
实行了政教分离政策， 但是，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
对其功能的发挥应有一个合理的引导。 这才是我
们探讨神道教发挥功能的性质与方式的目的之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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